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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70 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浪潮而来的农村改革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农
民涌入城市打工、经商换取经济收入，民工潮从此奔涌不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群体。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农民工群体开始了更新换代的变化趋势，许多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所谓“80 后”乃至“90 后”农民工离开家乡，出现在城市的舞台上，他们被称为新生
代农民工。
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西方各国也都经历过这一过渡

阶段，过渡期的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各因素阻碍着农村人口的城市融入。中国也不例外。有学
者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在城市化过程中要经历一代人左右时间的过渡期，从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

市融入状况概括为“半城市化”现象或问题［1］。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有些国家成功化解了“半城市
化”问题，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如巴西、印度等) 不但没能有效化解问题，反而演变成更为严重的
“城市贫民窟”现象，加剧了社会冲突与矛盾，增加了一个国家完成城市化的难度。
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对国家能否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意义重大。2010 年

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在 2011 年全国“两会”期间也多
有关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发言与提案［3］，这既显示了问题的紧迫性，也说明新生代农

民工有区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特殊性，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才能化解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2009 年全国农民工总人数为 2. 3 亿，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 5 亿，其中，16 ～ 30 岁的占
61. 6%［4］。据此推算，2009 年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 8 900 万左右，如果将 8 445 万“离土不离乡”的
乡镇企业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 1. 7 亿左右。这说
明在当今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已经占主导地位。对于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如果他们
的生活满意度低下、对社会充满怨恨，将会形成大量反社会人格，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将直线上升，突
发性群体事件也会不断涌现，这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因此，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



状况、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尝试使用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巨大的人口迁移流

进行动因分析。从该理论视角出发，农民工的迁移行为有许多“推力”、“拉力”因素在起作用; 是否
留在城市，实际上是城市的“推拉”以及农村的“推拉”之间平衡、博弈的结果。与第一代农民工相
比，农村给予新生代农民工的“推力”依旧、“拉力”越来越小; 而城市给予他们的“拉力”和“推力”
相比第一代农民工却更大。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推拉”因素中有一部分制度性因素是不合理
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城市“推力”过大以及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导致其“拉力”过大。要从根本
上解决农民工问题，我们提出两条思路: 一方面，城乡户籍限制的放开是根本途径，但先决条件是要

解决大城市“拉力”过大问题; 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退出机制”亟待建立。

二、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无论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迁移行为还是他们最终的去留选择，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 push
and pull theory) 都是一个有力的分析框架。首先提出该理论的是人口学家巴格内( D. J. Bagne) 。
巴格内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人口迁移的动因是人们通过迁移改善生活条

件。因此，在流入地中能让移民生活改善的因素就是“拉力”，而流出地的不利因素就是“推力”，人
口迁移是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5］。具体而言，流出地的失业、就业不足、耕地不足、学校、
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的缺乏，以及关系的疏远及紧张、自然灾害等构成了流出地的推力，这些因素
促使人们向其他地区迁移; 同时，流入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等
构成了目的地的拉力，这些拉力吸引人们前往此地。
随后，李( E. S. Lee) 对该理论进行进一步扩充。他认为，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和拉两种

因素，即流入地和流出地都同时具有吸引和排斥两方面的作用力; 此外，在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还

有中间障碍因素，比如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对流动产生影响［6］。
纵观运用推拉理论分析人口流动的文献，大多数研究都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宏观迁移的视角，认

为人口迁移的根本原因在于省区间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其中，经济发展水平或者人均收入

水平的差异是根本，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起着辅助性的作用。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我们赞同
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最重要动因是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但在中国，户籍制度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特别是

农村人口从城市流出的重要因素。因此，结合时代背景和中国结构特点对“推拉”力进行分析，才
能让该理论发挥更大的解释效力。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推拉”力，首先要界定新生代的概念。在学界对农民工的研究中，

王春光最早提出新生代的概念，他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开始外出打工的人称为新生代［7］，随后引
发学界跟进研究和社会广泛关注。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后继或替代者，他们
大多是“80、90 后”，出生在农村、有一定的学历和技能、成年后在城市打工，没有城市户口却有着自
己的“城市梦”。
要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就要厘清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别。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

相比，在价值取向、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态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城市认同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
别。以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缺乏务农经验，对农村的情感较少; 父母有更好的经济条
件; 受教育水平较高; 绝大多数没有结婚，没有家庭经济负担; 他们外出的动机不只是为了打工赚

钱，更重要的是向往城市生活，想改变现状［1］。
用城市化的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为强烈的城市化、市民化需求，而第一代农民工则少

有这种需求。2005 年在武汉进行的一次农民工调查显示，两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相似，但是新生代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程度为 46. 21%，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 18. 09%［8］。具体而言，他们在就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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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为强烈的权利诉求，对工作环境、劳动强度、权利保障等方面要求更高。这次调查还显示，新
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大多数为服务性行业，包括酒店餐饮、保洁、销售等，占到了 67. 5%，技
术岗位占 24%，甚至还有 1. 2%的人成为了管理人员，与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开矿等职业
情况不同。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预期与他们的父辈所拥有“落叶归根”的观念不同，他们对漂泊生

活的最终落脚点在认知上缺乏确定性，即使他们渴望融入城市，但到了一定年龄是会重返农村还是

长期留在城市仍是个未知数。新生代农民工深陷在城市融入的“推拉”之间，对农村的依赖不那么
强烈，而对城市也没有建构起强有力的社会认同，更没有形成确定的城市化预期，他们成了一个更

具不确定性、更缺乏社会归属的乡城迁移群体，他们是半城市化的主要人群［1］。

三、城市融入的“拉力”与“推力”分析

( 一) 来自农村的“推拉”分析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是西方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的普遍现象，这与国家在

资源分配时多向城市倾斜有关。而中国的政策倾斜程度更为严重。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发展的历
史来看，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用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结构完成了国
家内向型资本积累，保证了国家重工业的发展。自此，中国的资源分配主要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倾
斜，城乡差距开始拉大。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经济发展更为迅速，城乡差异愈
发悬殊。
因此，农村的最大“推力”首先是经济上的贫困。大量西部地区的农民面临人多地少、收入微

薄的艰难生活困境，农村的贫困构成他们进城打工的巨大“推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即使
农村经济水平相对从前有所进步，且父辈进城打工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生活质量也有了较大提

高，他们仍然向往城市、选择城市，这是因为农村依然相对贫困，外出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此外，农
村的“推力”还有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落后”。新生代农民工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对城市生活有
所了解和体会，落后的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村文化让他们失望，他们想去城市寻求生活质量的提高。
农村对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推力”依然没有减弱。
但是农村对外出的农民工也有其“拉力”作用。温厚的乡土人情就是其最重要的“拉力”，家乡

的亲人是农民心中浓烈的情感寄托。然而，当前无论是乡土社会还是新生代农民都受到了市场化、
工业化的冲击，乡土社会的秩序正逐渐被现代化、市场化所消解，而新生代农民的乡土观念也开始
淡薄。在这种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大多缺少务农的经验，对农村劳动生产缺乏心理认同和技能储
备，对城市的认同甚至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新生代农民工
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
此外，农村的土地也构成对农民工的“拉力”，这是他们外出务工后最后一道生存保障，是养老

和还乡的生存依托。但在一些城市置房落户的政策下，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凑足房款将土地抵押或
转让，或因为其他的原因丧失了土地，丢弃了其生存底线［7，10］，也切断了农民与土地的连结，致使农

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作用越来越小。
( 二) 来自城市的“推拉”分析
城市对农民工在迁徙、居住、工作和求学等四大权利上有较大“推力”。从国际经验来看，农村

人口完成城市化过程大概需要经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然而，我国城乡流动 30 年以来，我们却没
有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完成这一转变。在中国户籍制度的框架下，农民工受到长期的制度性排斥，他
们很难实现城市融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完成了地域和职业的转换，但身份的转换却没有完成。
2006 年【国发 5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到:“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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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突出，主要是: 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 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 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

工伤事故多; 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
效保障。”［11］这折射出农民工受到来自城市的巨大“推力”。

2009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地提出要求放宽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推进农民工的城市化［12］，国
家各项政策都有了一系列的调整，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享受到更多的市民待遇和市民权利，但他们感

受到的城市“推力”却没有减小。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
市居民的社会距离更大，他们对城市居民的排斥预期更强烈［13］; 他们对社会评价十分敏感，这也引

起他们的心理不适［14］，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的城市“推力”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
从城市的“拉力”来看，与第一代农民工一样，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首先在于其经济收

入和就业机会方面的优势。2002 年的一次调查结果( 绝大多数受访者是 1990 年前后外出打工，可
归为新生代农民工) 显示，进城前与进城后的年收入相比较，农民工平均比进城前多收入 8 738. 3
元。90. 1%的农民工进城后，收入比在家乡时有了明显上升。其中，约 20%的人高出 10 000 元及
以上，而 52. 4%的人高出 5 000 元及以上［15］。这说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收入明显优于
农村。这次调查还显示，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位列前三的是“城市收入高”、“外出见世面”以及“农
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会”。由此可见，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拉力”主要在于“收入高、就业
机会多”。另外，城市文化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正是中国城乡的差别，导致
人们普遍认为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差异悬殊并且在各方面都优于乡村文化。无论城市文化是否真
正优于农村文化，它代表了更现代化、更文明的生活状态。毕竟，城市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
的重要标志之一。
( 三) 传统“推拉”理论的再认识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的桎梏之下，农村人口无法真正实现自由流动，“推拉”实

际是失效的［15］。这是因为农民工的流动和农民工的心理都因其发生了变形，户籍的限定使得第一
代农民工锁定了“返乡”的心理预期，于是他们在进城时不在意城市的排斥力、离开时也不留恋城
市的吸引力，“推拉”失去其应有的效力。然而，我们认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的心理预期，是他
们在权衡冰冷的城市生活与熟悉的农村生活之后做出的选择，这是城市排斥的“推力”与乡土情深
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眷恋乡土并且积累了财富，因此“返乡”是一种不太痛苦的决定。
但是，成长成熟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大不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了解、学习和适
应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快、更多、更好，他们想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而政策环境也更为有利，这
使得他们的心理预期不再锁定在“返乡”的模式上。因此，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进城时感受
到更多的城市魅力、也更为在意城市的排斥力，也更为留恋城市的吸引力而舍不得离开。
因此，户籍制度并不是减弱“推拉”力的障碍因素，相反，户籍制度正是进入城市时农民工感到

城市某种“推力”以及退出时感到农村某种“拉力”之根源所在，是中国式“推拉”分析中的核心
因素。
传统的推拉理论在对人口迁移进行分析时，缺乏对“推拉”因素的批判性认识。我们认为，“推

拉”因素应从合法性、合理性两个维度进行再认识，这有利于形成更公平的社会环境和更自由的人
口流动机制。
不管户籍制度曾经在我国历史上起过怎样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户籍制度已经不

符合当前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潮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已经不再具有其
合法性。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人均收入中上和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和地区，也略低于同等人
均收入水平的中下国家和地区［16］，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因素。户口本来
只是一种登记的凭证，而不应是一种身份标识。当前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虽然可以轻松地
完成地域转换、职业转换，但是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化。因此，户籍制度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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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流动“推拉”力量中最亟需破除的一个不合理因素。我国正在进行和谐社会建设，追求的是建立
一个和谐稳定、共同富裕的社会，只有当户籍制度得到根本改变、“农民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之
时，城乡的“二元壁垒”才能被彻底打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一方面，制定各种政策给予农民工以市民待遇，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之义; 另一方面，迅速放开户籍限制将

导致快速的城市化，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口更快速向大城市集中、城市交通更加拥
挤不堪、城市污染日益加剧、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贫民窟的不断出现等等。因此，解决农民工
问题还需要考虑城市的吸纳能力，因为当城市新增的农村人口超过城市的就业机会时，会降低进城

农民和原住市民的生活质量，从而影响就业市场的弹性，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因此，放开户籍制度
的先决条件是要避免大城市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的“拉力”过于强大。
中国东部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圈，其面积不到全国 11%，经济总量占

全国比重却已经超过 40%。而占国土面积超过 70%的西部地区城市经济总量比重却不到 30%。
大城市占有更多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其“拉力”自然可想而知。2009 年在东部地区务
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 62. 5%［17］，大多数农民工选择进入三大城市圈。因此，
尽管国家政策在调整，许多中小城市甚至用解决户口来吸引农村人口，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
仍然“拉力”过大，不断吸纳外来人口，城市不断膨胀。因此，要想根本放开户籍制度而不造成更多
社会问题，就先要搞好资源分配、均衡城市发展，统筹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的协调并进。

四、走出大城市困境的两条思路

要避免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从根本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可以有两种解决的思路。
第一，避免资源集中，减小大城市的“拉力”。经济效益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后发展国家”中的

超大城市，几乎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也是这样。以北京、上海为例，它们集中了全国最好
的教育资源，国内顶尖大学都在此聚集。高校扩招后，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因城市政治、经济、文化资
源丰富而多半选择留下择业，即使当“蚁族”( 即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新毕业大学生群体) 也在所不
惜。其他城市的毕业生也在其强大的“拉力”下纷至沓来。很自然，这种趋势也繁荣了为大学毕业
的白领们服务的第三产业，这正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谋生的行当。于是，资源的集中导致北京、上
海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管理不堪重负。资源集中有一定的发展优势，但如果
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从社会平衡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看，城市的规模越大、城市的资源的集
中也不见得是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换一种思路看问题，减小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拉力”，或
许我们就能找到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问题的新途径。
第二，建立“人口退出机制”。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在现代社会用法律或者行政

的方式限制人们的自由迁徙是不具有合法性的。那么，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建立“人口退出机
制”也许就是解开困局的有效途径之一了。所谓“人口退出机制”，是指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制订
相关政策，促使不断涌入超大城市的人口以及已经定居超大城市的人口自愿地迁离大城市。建立
“人口退出机制”的方式很多，这里以老年人口的退出为例。中国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就已经进入
了所谓的老年社会( 60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 10%以上) ，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
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如果能在土地政策上、企业税收上制订相关的优惠的政策，鼓励企业在远郊区
开办养老公寓，而老人在市区的住房又能出租给城市的新来人，则老人们在不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的

前提下得以颐养天年，城市规模不至于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将呈现有序流动，新生代农民工也能

在养老公寓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这将是一举多得的举措。
总之，必须把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境遇的问题，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统筹解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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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复杂工程，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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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ving in City Between the Push and Pull

Guo Xinghua Wang Jiasi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se“push and pull theory”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huge flow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rural area still give the new genera-
tion the“push”power but the“pull”power i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the city give the new generation both more and
more“pull”and“push”more tha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this basis，we propose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
among the“push and pull”causes is unreasonable．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discrimination
cause too much“push”，and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resources in large cities led to too much“pull”as well． To fun-
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migrant workers，we propose two solutions: on the one hand，liberalization of restrictions
on rural-urban residence is a fundamental way，but the prerequisite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huge city about the too
much“pull”; on the other hand，the“population exit mechanism”of the huge city is urgently needed．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ush and pull theory;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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